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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视角看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

赵耀辉 毕汝岱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深刻调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发生了显

著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近年来

大幅下降，已接近其平均值。研究发现，已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整体趋势的主要驱

动力，而婚育模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趋势起到了缓冲作用。对于已婚女性而言，学

龄前子女的照料负担逐渐成为劳动市场参与的核心制约因素。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通过禀

赋和系数效应显著促进了劳动参与，但配偶教育水平的影响由正向转为负向，说明家庭收入

能力的提高减弱了女性劳动参与的经济动机，强化了性别分工的传统趋势。优化育儿支持

体系、促进性别平等以及营造职场友好环境，是缓解婚育负担对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约束的关

键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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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迁对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家庭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

普及、产业升级以及劳动力市场改革为女性提供了更多职业发展机会，但女性劳动参与率自经济转型以

来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作为衡量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可能表明女性在

事业与家庭间的平衡愈加困难，部分女性因家庭责任而退出职场。“母职惩罚”（指生育对女性职场发展

的不利影响）的持续存在可能促使部分女性减少或放弃生育，对我国长期人口规模形成下行压力。因

此，分析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特征及其背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多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归因于结构性和制度性变迁，如经济转型加剧了劳动力市场

竞争［1］（P59-68）［2］（P403-324），性别歧视上升［3］（P58-68）［4］（P43-65，187）［5］（P224-243），以及公共幼儿照料

服务体系的解体增加了育儿负担［6］（P131-155）。这些因素削弱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促使部分

女性退出。此外，家庭收入增加和家庭照料责任等微观因素也被认为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显著影响［7］

（P18-27）［8］（P56-74）［9］（P103-111）。然而，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单一因素，缺乏对不同阶段影响因素动态

变化的系统探讨；大多数研究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趋势，对近年来的变化缺乏深入分析。

家庭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决策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10］（P5-18）。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赋予女性

更多的家庭照料和育儿责任，限制了其劳动市场参与［11］（P181-209）［12］（P63-77）。随着育儿成本上升和社

会观念转变，年轻女性推迟婚育甚至选择不婚不育的趋势日益明显［13］（P16-28）［14］（P78-93）。基于此，本

文以家庭和婚育为切入点，利用1990-2020年全国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系统分析中国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我们尝试回答几个问题：第一，1990-2020年间中国

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演变呈现哪些特征，不同教育与婚育状态的女性群体之间存在哪些差异。第二，婚

育行为模式的变化和婚育群体内部劳动参与率的调整，对总体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分别产生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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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1990-2020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主要由哪些因素驱动。

本文首先通过趋势分析揭示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整体变化及细分。人群的异质性；其次，基于婚育行

为对女性总体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因素分解，估算各婚育状态人口比例的结构性变化与婚育组内劳动参

与率调整的相对贡献；最后，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探讨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驱动因素。

一、1990-202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本节分析1990-2020年间主要工作年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总体变化，并通过教育水平和婚育状态的

分组分析，探讨细分人群的异质性。

（一）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本文采用 1990-2020 年间全国人口普查（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20 年）及 1% 人口抽样调查

（2005年和2015年）的微观数据，1995年的数据源于《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①。这些数据为

分析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提供了完整的时间序列支持。本文研究的核心指标是25-44岁女性的

劳动参与率（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是反映女性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此外，还计算了25-44岁

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作为参照。劳动参与状态由人口普查问卷中“是否为取得收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

的问题界定，包括临时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家庭经营无酬帮工等情况。在职休假、在职培训和带薪

停工等状态也被视为就业。

（二） 女性与男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图1展示了1990-2020年间25-44岁人口按性别划分的劳动参与率变化。199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

为90%，男性为98%，两者比例为92%。这一时期，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②。

然而，到2020年，男女劳动参与率分别下降至71%和90%，两者比例降至79%。30年间，男性劳动参与

率下降8个百分点（降幅8%），女性下降20个百分点（降幅22%）。202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已接近

欧美国家水平③。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性别差距的扩大在低学历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90-2020年，各教育水平

的男女劳动参与率均呈下降趋势，但幅度和变化模式存在差异。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占总人口比重较

① 本文使用的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库，通过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数据开发中心平台申请使用。

② 本文聚焦于25-44岁年龄段。为便于国际比较，参考了世界银行对各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估计。1990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为79%，美国、日本和韩国同年龄段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6%、57%和49%，欧盟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均为56%。

③ 到2020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至67%。美国和欧盟分别保持在67%和68%，日本和韩国则上升至73%和59%，OECD国家的平均

水平为63%。

图1　1990-2020年不同受教育水平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

注：数据来源包括历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以及《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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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与总体趋势相近①。1990年，该群体的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99%和

90%。到202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89%和66%。尤其在2010年后，低学历女性劳动参与率加速下降，10

年间下降14个百分点，是此前20年下降幅度的1.4倍。高学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较为缓慢。1990

年和1995年，男女劳动参与率均接近97%。1995-2015年，两者分别以每年0.4和0.8个百分点的速度下

降，到2015年分别降至90%和81%。2020年，高学历男性劳动参与率回升至92%，高学历女性劳动参与

率的下降速度也显著减缓，五年间仅下降1个百分点，维持在80%的水平。

（三） 女性年龄别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基于全体女性、高中及以下学历女性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三类群体，本文计算了1990-2020年间

各个年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图2展示了25-44岁女性的“年龄—劳动参与率”曲线的演变趋势。从

全体女性的角度看，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的“年龄—劳动参与率”曲线依次向下移动，显示女

性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年轻女性的下降尤为显著。1990年，25-40岁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90%，差距较

小；40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部分女性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随着时间推移，曲线逐渐向上倾

斜，年龄梯度逐步拉大。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有所推迟，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学业完成时间的延

长密切相关。劳动参与率的峰值年龄也呈现延迟趋势，从1990年和2000年的35岁逐步推后到2010年

的41岁和2020年的44岁，显示女性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显著延后。

从教育水平来看，低学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总体下降幅度更大，而高学历女性的曲线呈现出更加明

显的向上倾斜趋势。高中及以下学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1990-2010年间整体下降，25-40岁女性下降

了约10个百分点；40岁以上的下降幅度较小，退出市场的趋势也变得不明显。2010-2020年，低学历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继续下降。到2020年，25-30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62%，为各年龄段中最低；30-39岁

年龄段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增长有所上升，30岁为63%，39岁达到70%；40-4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保持在

70%左右，变化较为平稳。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曲线显示出显著的年龄梯度特征。1990-

2000年，高学历女性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均保持在90%以上，曲线几乎呈水平状态，说明这一时期年龄

对劳动参与的影响较小。然而，2000年后，劳动参与率的年龄梯度逐渐显现，尤其是年轻女性劳动参与

率下降明显。例如，2010年，25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75%，到2020年进一步下降至73%；而44岁女性

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90%和85%。这一趋势表明，高学历女性劳动参与的年龄差异正在扩大，年轻女性

的劳动市场参与表现有所弱化，年龄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日益突出。

（四） 不同婚育状态下女性年龄别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针对35岁以下年轻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的现象，本文对比1990年和2020年不同婚育状态女性

的“年龄—劳动参与率”变化曲线，探讨这一趋势背后的家庭因素。具体而言，依据婚姻状况与子女数

量，女性被划分为从未结婚、已婚未育、已婚一孩和已婚多孩四类②。本文分别针对全体女性、高中及以

下学历女性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计算不同婚育状态组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图3）。

1990年，各婚育状态组女性在25-30岁区间的劳动参与率差距较小，其中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略

低于未婚女性。30岁以上，各婚育状态组的曲线开始分化，劳动参与率从低到高是：已婚多孩组、已婚一

孩组、已婚未育组和从未结婚组。这一时期，高中及以下学历女性在总体女性中的比例较大，全体样本

的“年龄—劳动参与率”曲线与低学历组曲线相似。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尽管30岁以下未婚组的

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但整体水平较高，各婚育状态组曲线之间的波动存在交叉，表明在这一时期婚育

状态对高学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较小。

到2020年，在35岁以下的女性全体中各婚育状态组之间的差异显著扩大，不同婚育状态的劳动参

① 1990年和2020年，25-44岁女性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97%和68%，根据199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计算得出。

② 我国未婚生育的情况极为罕见，人口普查问卷仅针对已婚女性收集了生育状况信息。故本文未对未婚女性的生育情况单独分组。

··13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1 期

与率呈现由高到底顺序：从未结婚组、已婚未育组、已婚一孩组、已婚多孩组。从未结婚组的劳动参与率

最高，可能因为婚姻和家庭因素对其就业行为的约束最低；已婚未育组次之，虽然婚姻可能带来一定的

角色分工影响，但由于尚未涉及生育，其劳动参与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已婚一孩组的劳动参与率与未育

图2　1990-2020年女性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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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差距扩大，反映出育儿责任开始对其劳动市场参与形成抑制；已婚多孩组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子女

数量的增加显著加重了育儿和家庭责任的负担，对女性的职业行为形成了更大的压力。对比1990年和

2020年的结果，婚育状态对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的影响显著增强。婚育责任的层级（如未育、一孩、多孩）

细化了其影响的层次化表现，尤其是多孩母亲劳动参与率的显著下降，凸显家庭责任对女性劳动市场行

为的深远作用及女性在平衡家庭与职业中面临的多重压力。

不同教育水平女性在劳动参与率的分化趋势上存在差异。对于高中及以下学历女性，35岁以下未

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其他婚育状态组，而已婚未育、已婚一孩和已婚多孩三组的“年龄—劳动

参与率”曲线存在交叉。这一特征表明，婚姻状态本身已对低学历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产生重要影响。

图3　1990年和2020年不同婚育状态下女性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

注：每个数据点表示特定年份、婚育状态和年龄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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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该群体在婚后即面临显著的家庭分工压力，即使尚未生育子女，也已承担较多家庭内部责任，

限制了其劳动参与［15］（P1-57）。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基于生育的分化趋势更加明显，育儿责任是

其劳动参与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未结婚组和已婚未育组的劳动参与率无显著差异，显示婚姻状态本身

并未对高学历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构成明显阻碍。已婚一孩组和已婚多孩组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其

他两组未生育女性，尤其是在育有多孩的母亲中，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

二、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

婚育行为模式的变化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重要因素。1990-2020年间，推迟婚育和家庭规模缩

小成为显著趋势，这些变化不仅直接影响了女性劳动市场的参与，还通过改变女性群体的婚育结构对劳

动参与率产生了深远影响。本节采用分解分析方法，量化婚育状态内部劳动参与率变化（组内变化）与

婚育行为改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组间结构变化）对整体劳动参与率的不同贡献。

（一） 1990-2020年25-44岁女性婚育行为模式的变化

近年来，年轻女性推迟婚育年龄和终身不育倾向逐渐增强［16］（P32-44）。不同婚育状态女性的劳动

供给决策存在显著差异，人群婚育行为的变化是影响劳动参与率的重要因素。表 1展示了 1990年与

2020年间25-44岁女性在不同婚育状态下的构成比例，为分析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提供了背景支持。

从全体女性来看，1990-2020年间婚育行为的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推迟婚育和少子化趋势尤为突

出。未婚和已婚未育女性的比例显著上升，而育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女性比例明显下降。1990年，未婚

女性仅占2%，已婚未育女性占3%；到2020年，这两类群体的比例分别增长至12%和6%。育有一个子女

的女性比例从30%上升至37%，而多孩母亲的比例从65%下降至45%。这些变化反映出年轻女性在婚

育选择上的延迟倾向以及家庭规模的缩小。

不同教育水平女性的婚育模式变化差异显著。高中及以下学历女性群体中，少子化趋势逐渐显现，

但婚育仍然是主流选择。1990年，该群体中育有多个子女的比例为67%，到2020年降至55%，但仍占主

要构成。未婚女性的比例从2%增至7%，已婚未育女性的比例从3%升至5%，增幅较小。这表明低学历

女性群体的婚育模式较为传统，变化幅度有限。高学历女性的婚育行为呈多样化，未婚比例在1990年为

8%，到2020年显著增长至22%，推迟婚育甚至不婚的趋势显著。已婚未育女性的比例略微下降，从11%

降至 10%。此外，已婚一孩女性的比例从 63%下降至 45%，育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比例从 18%上升至

23%。这一变化可能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关，显示高学历女性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响应更为积极。

（二） 分解方法

为解析1990-2020年间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来源，本文采用分解分析方法，从“组内变化量”和“组

间结构变化量”两方面探讨婚育行为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婚育状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

变化，揭示婚育状态内部劳动参与率变化及婚育行为的结构变化对整体劳动参与率的具体影响。

表1　1990年与2020年25-44岁女性不同婚育状态下的构成比例（单位：%）

婚育状态

从未结婚

已婚未育

已婚一孩

已婚多孩

总计

1990年

全体女性

2.00

3.15

29.55

65.30

100.00

不同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

1.79

2.87

28.37

66.97

100.00

大专及以上

8.04

10.83

62.83

18.30

100.00

2020年

全体女性

11.52

6.33

37.09

45.06

100.00

不同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

6.76

4.60

33.54

55.10

100.00

大专及以上

21.80

10.06

44.73

23.41

100.00

注：数据来源于199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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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和2020年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可表示为不同婚育状态下劳动参与率的加权平均值：

LFP1990 = ∑i
ai,1990 × LFPi,1990 (1)

LFP2020 = ∑i
ai, 2020 × LFPi,2020 (2)

其中，i 表示婚育状态，包括从未结婚、已婚未育、已婚一孩和已婚多孩；ai，1990和ai，2020表示1990年和2020

年 时婚育为 i 的女性比例，LFPi，1990 和 LFPi，2020 则表示 1990年和 2020年时该状态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将式（2）和（1）相减并整理，可以得到以下的式子：

LFP2020 - LFP1990 =  ∑i
ai,1990 × ( )LFPi,2020 - LFPi,1990  +∑i(ai,2020 - ai,1990 ) × LFPi,2020 （3）

式中，第一项为组内变化量，表示在婚育状态比例不变情况下，各婚育状态内部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对总

体变化的贡献；第二项为组间结构变化量，反映婚育状态相对分布的变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三） 对25-4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分解结果

表2展示了对全体女性及不同教育水平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分解结果。负值表示该因素的变化

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正值表示上升。从全体女性的情况看，从未结婚和已婚未育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

降对1990-202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总变化的影响较小，组内变化量的贡献分别为1.2%和3%。已育女性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总体变化的主要原因，其中多孩母亲对总变化的贡献最为突出。一孩母亲劳动参

与率的下降解释了总变化的31.1%，而育有二孩及以上为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贡献了72.6%。婚育结

构调整对劳动参与率下降产生了一定缓解作用，贡献率为8%。

从教育水平看，已生育女性内部劳动参与率变化的来源存在差异。高中及以下学历女性中，多孩母

亲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主要原因，贡献率达到67%。从未结婚和已婚未育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对总变化

的贡献较小，分别为1.3%和3.4%。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孩母亲，

贡献率高达 65%。这一现象可能与高学历女性对育儿质量的要求更高及其所面临的工作压力有关［17］

（P1091-1119）。多孩母亲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对总变化的贡献为22%，可能是由于高学历女性中生育二孩

的比例较低。

尽管婚育结构变化在全体女性中缓冲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但这一作用在各教育群体内部均较为

有限。这表明，全体女性中观察到的婚育行为变化对劳动参与率的缓冲作用，主要源于高学历女性比例

上升引发的结构性改变。高学历女性倾向于推迟婚育并选择少生甚至不生，这一群体比例的增长降低

了总体生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

表2　1990-2020年间25-4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量的分解

因素

1999-2020年总变化量

组内变化量总和

从未结婚

已婚未育

已婚一孩

已婚多孩

组间结构变化量总和

全体女性

绝对贡献值

-0.1962

-0.2119

-0.0024

-0.0059

-0.0610

-0.1425

0.0157

对总变化量的

贡献率（%）

-100.00

-108.00

-1.24

-3.03

-31.09

-72.64

8.00

不同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

绝对贡献值

-0.2371

-0.2415

-0.0031

-0.0080

-0.0718

-0.1586

0.0044

对总变化量的

贡献率（%）

-100.00

-101.87

-1.30

-3.37

-30.30

-66.90

1.86

大专及以上

绝对贡献值

-0.1771

-0.1761

-0.0063

-0.0157

-0.1151

-0.0389

-0.0011

对总变化量的

贡献率（%）

-100.00

-99.41

-3.57

-8.87

-64.99

-21.97

-0.59

注：表中数据显示了基于式（3）对1990-2020年间25-4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因素分解结果。其中，负值表示该因素导致劳动参与率下

降，正值表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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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女性年龄别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分解结果

进一步引入年龄维度，分解女性年龄别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图4展示了1990-2020年间各年龄段女

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量及其基于婚育状态的分解结果。图中不同灰度的阴影部分表示婚育状态内部的

组内变化量，空心框线反映由婚育结构调整引起的组间结构变化量，折线则对应各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

率的总变化量。对全体女性的分析显示，各年龄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均由已育女性的组内变化推动。一

孩母亲的组内变化的影响随着年龄组的增加逐步减弱，这可能与子女年龄增长后母亲逐步回归职场的

趋势有关。相比之下，多孩母亲组内变化的负面影响在各年龄段均显著存在，表明多孩母亲在劳动力市

场的参与受到更为持久的限制。此外，婚育状态的组间结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参与率的下

降，尤其是在3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中，这一效应可能反映了推迟婚育倾向的增强。

不同教育水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变化表现出显著差异。高中及以下学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变化趋

势与全体女性基本一致，多孩母亲的组内变化在所有年龄段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组间结构变化对劳动

参与率下降的缓解作用在年轻女性中较为显著。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育有一孩女性的劳动参与

率下降对各年龄段均有持续影响，即使在40岁以上群体，仍表现为显著的负面效应；二孩母亲的组内变

化对35岁以上年龄段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这可能与高学历女性较晚生育二孩有关；婚育状态的组间结

构变化对30岁以下和40岁以上年龄段表现出缓解效应，显示高学历女性在婚育选择上的多样化倾向，

如晚婚晚育或选择少生，减少了婚育对劳动市场参与的限制。

三、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变化

本节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分析1990-2020年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聚焦于教育水

平、生育、家庭分工及配偶特征等关键变量，探讨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核心驱动因素。

（一） 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

为深入探究已婚育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的原因，本文选取199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微

观数据，针对25-44岁已婚女性作回归分析。为确保配偶及同住子女信息的匹配性，样本限定为个体或

配偶为户主的女性，以便精确评估婚育因素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回归模型如下：

Yi = β ⋅ Childi + γ ⋅ Xi + δ （4）
其中，被解释变量Yi表示女性的劳动参与状态，1表示有工作，0表示无工作；核心解释变量Childi 表示女

性的生育状况。根据子女数量和家中最小子女的年龄，将生育状况分为以下七组：无子女、1个0-2岁孩

子、1个3-5岁孩子、1个6岁及以上孩子、2个及以上孩子且最小子女0-2岁、2个及以上孩子且最小子女

3-5岁、2个及以上孩子且所有子女均6岁及以上①。在回归分析中，以无子女组为基准组，用于衡量不同

生育状况对劳动参与率的相对影响。这种分类不仅能够捕捉子女数量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还能

揭示不同年龄段子女带来的育儿负担对母亲劳动供给的差异性影响。

控制变量Xi包括女性的年龄组、是否为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配偶的年龄、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以及

女性所处的省份。基于新古典主义的劳动—休闲模型，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是在潜在劳动收入与家庭

内部照料需求之间权衡的结果。其中，配偶的收入会影响家庭资源的总体供给，对家庭分工模式和女性

的劳动市场参与产生影响。因此，配偶的教育程度是反映家庭经济支持能力的一个重要变量。

表3回归结果显示，1990年育儿负担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较为有限。例如，育有一个0-

2岁子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相较无子女组仅低0.4个百分点，且差异不显著；而在子女年龄稍大时，劳动

参与率反而呈现正向影响。具体来看，育有一个3-5岁子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无子女组高出2.5个百

分点，育有一个6岁及以上子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则高出5.1个百分点。这表明，子女年幼阶段女性劳动

①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普查问卷中仅收集了同住子女的信息。因此，本文的生育状况分类基于同住子女的情况，未能涵盖不同住子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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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参与率较低，但随着子女年龄增长，母亲倾向于重返职场。

到了2020年，育儿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显著增强，尤其在子女年龄较小时表现突出。育

有一个0-2岁子女和一个3-5岁女性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相较无子女组分别低11.7和3.1个百分点。在多

图4　1990-2020年间各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量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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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家庭中，最小子女为0-2岁和3-5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比基准组低14.3和4.9个百分点。这表明，

与1990年相比，2020年的育儿负担显著限制了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特别是育有学龄前子女的多孩家

庭，养育责任的加重对母亲的劳动参与形成了更大的挑战。

教育水平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正向作用在1990年和2020年随时间增强，高等教育的回报增幅尤为显

著。具体而言，1990年，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较未上过学的女性分别高1.3、2和4

个百分点；到 2020年，这些差距扩大至 7.6、9.8和 12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

1990年比基准组高12.3个百分点，而到2020年，这一差距显著增加至28.5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劳动

力市场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提升，教育水平带来的劳动参与梯度差异愈发明显。

配偶教育水平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在1990年和2020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配偶具有

表3　1990年和2020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决定因素

解释变量

生育状况（基准组：无子女）

1个0-2岁孩子

1个3-5岁孩子

1个6岁及以上孩子

2个及以上孩子，最小子女0-2岁

2个及以上孩子，最小子女3-5岁

2个及以上孩子，均大于等于6岁

受教育程度（基准组：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配偶受教育程度（基准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常数项

观测值

R平方

1990年

-0.0039

（0.0021）

0.0245***

（0.0020）

0.0512***

（0.0019）

-0.0071***

（0.0018）

0.0029

（0.0019）

0.0123***

（0.0019）

0.0131***

（0.0005）

0.0201***

（0.0006）

0.0395***

（0.0009）

0.1226***

（0.0011）

0.0129***

（0.0008）

0.0107***

（0.0009）

0.9769***

（0.0036）

2825325

0.130

2020年

-0.1170***

（0.00849）

-0.0314***

（0.00789）

0.0422***

（0.00631）

-0.1430***

（0.00655）

-0.0491***

（0.00645）

0.0282***

（0.00639）

0.0763***

（0.0142）

0.0984***

（0.0143）

0.1204***

（0.0147）

0.2850***

（0.0149）

-0.0176**

（0.0219）

-0.0040*

（0.0221）

0.5562***

（0.0280）

150042

0.067

注：表格报告了1990年和2020年女性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除表中列出的变量外，控制变量还包括女性的年龄组、是否为少数民族、配

偶的年龄以及女性所在省份。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 < 0.01, ** p < 0.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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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或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比配偶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高1.3和1.1个百分点。

到2020年，这一效应由正转负。配偶学历为高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基准组低1.8个百分点，而配偶学

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则低 0.4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反映了高学历配偶收入效应的增强。

随着家庭整体收入水平提高，“双职工”模式不再是维持家庭需求的必要条件，高学历配偶的收入能力减

弱了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的必要性，抑制了劳动参与［18］（P412-431）。

（二） Oaxaca-Blinder分解

利用1990年和2020年的回归分析结果展开Oaxaca-Blinder分解，可以揭示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

来源。Oaxaca-Blinde分解将总变化量分为禀赋效应和系数效应，用于识别劳动参与率变化是由女性禀

赋特征变化（禀赋效应）还是由市场对这些特征响应程度变化（系数效应）所驱动。分解公式如下：

ΔY =  Y2020 -  Y1990 =  (  X2020 -  X1990 ) β2020 +  X1990(  β2020 -  β1990 ) （5）
其中，ΔY代表1990年和202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平均差异；Y1990和 Y2020  分别为1990年和2020年的平均

劳动参与率；X1990 和 X2020 表示 1990年和 2020年样本的平均特征向量，例如教育水平和子女数量等；而 

β1990 和β2020 则分别代表1990年和2020年回归方程中的系数向量。式中的第一项为禀赋效应，即假设各

项系数保持不变时，由特征变化引起的劳动参与率变化。第二项为系数效应，即假设特征保持不变时，

由市场对这些特征的重视程度变化引起的劳动参与率变化。

表4显示，生育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尤为显著。系数效应显示，生育使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3.1

个百分点，占总下降幅度的14%，是所有可解释因素中影响最大的负向因素。结合表3结果，这一效应主

要由学龄前子女引发，表明育儿负担的加剧显著抑制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相比之下，生育行为的变化带

来的禀赋效应缓解了3%的下降，但难以扭转整体趋势。

教育在禀赋效应和系数效应中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在禀赋效应中，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已婚

女性劳动参与率带来了8.2个百分点的提升（贡献率为39%），显示出教育普及对女性就业机会的促进作

用。教育的效应进一步使劳动参与率提高了5.1个百分点，占总变化量的24%，反映了随着经济和技术

的发展，高学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其就业机会和市场吸引力也随之提高。

配偶教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规模较小，但总体为负面。在禀赋效应中，配偶教育水平的提高

使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了0.2个百分点，占总下降量的1%，反映了男性受教育水平普遍提升的潜在

表4　1990-2020年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量的分解

因素

1990-2020年总变化量

禀赋效应总和

生育

年龄

教育

配偶教育

其他

系数效应总和

生育

年龄

教育

配偶教育

其他

不可观测因素

绝对贡献量

-0.2117

0.0894

0.0064

0.0091

0.0815

-0.0021

-0.0055

0.1199

-0.0305

0.0574

0.0512

-0.0040

0.0458

-0.4210

对总变化量的贡献率（%）

-100.00%

42.25%

3.04%

4.29%

38.50%

-1.00%

-2.58%

56.64%

-14.43%

27.13%

24.19%

-1.89%

21.65%

-198.90%

注：“生育”为各类生育变量影响的总和；“其他”包括少数民族、配偶年龄等控制变量。负值表示该因素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正值表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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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系数效应中，配偶教育的负面作用更为明显，贡献值达到0.4个百分点，显示出高学历配偶对女

性劳动参与的抑制作用增强。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回报的增加，使其更能满足家庭

经济需求，降低了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必要性，增加了其承担家庭照护职责的倾向。

不可观测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贡献最大，接近实际下降量的2倍。这表明，文化观念的演

变、性别分工的强化等未纳入模型的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些难以量化的

因素可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家庭角色，制约了女性的劳动供给。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重点从家庭视角深入探讨了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机制。研究发现，过去30年间，中

国25-44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90%下降至2020年的71%，降幅达22%。教育水平的分组分

析显示，高中及以下学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90%下降至66%，降幅显著高于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年

龄分段观察表明，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尤为明显，尤其是在高学历群体中，劳动参与率的年龄梯

度自2000年后显著增强，反映出年轻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参与受到更多的限制。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主要由婚育状态内部的组内变化量驱动，其中已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贡

献了20.4个百分点，是实际下降量的104%。低学历女性的退出集中在多孩母亲群体，而高学历女性的

下降主要体现在一孩母亲中。婚育行为的结构性变化，如未婚比例提高、多孩家庭比例减少等，对劳动

参与率下降具有一定缓冲作用，减少了1.6%的下降幅度，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生育对家庭内部照料责任的强化显著抑制了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其系数效应使已婚女性劳动参

与率下降3.15个百分点，占总下降幅度的14.4%。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劳动参与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

作用，然而，配偶教育的负向影响部分抵消了这一积极作用。高等教育的普及虽然大幅提高了女性的人

力资本和劳动市场竞争力，但这一优势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中未能充分释放。特别是在外部育儿服务

价格高昂、社会对母职期待强烈的背景下，即便是高学历女性，也往往因育儿责任而选择牺牲自身的职

业发展，以确保子女的早期教育和照护。从社会视角来看，这种选择导致了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浪费，也

加剧了性别角色的固化，限制了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深度参与。

针对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遏止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首先，倡导男女平等

的家庭责任分担。通过宣传和教育逐步改变传统性别观念，弱化育儿责任的“母职”属性，推动父母共同

承担家庭内部的照料责任，减轻女性在育儿方面的不平等负担。其次，推动灵活就业政策，为女性提供

更多参与劳动市场的选择，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冲突。再次，加强普惠性育儿服务，特别是针对

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提供税收优惠、支持社区托育中心建设以

及鼓励企业设立内部托育设施等方式，扩大托育服务的可及性，有效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最后，优化职

场性别平等环境，减少劳动市场中的性别歧视。针对女性在就业中的隐形壁垒，政府可以出台针对性政

策，加强对企业招聘、薪酬和晋升过程的监督，推动女性在职场中的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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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ine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China 
From a Family Perspective

Zhao Yaohui （Wuhan University） 

Bi Rudai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profou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graphic shifts, female labor force par‐

ticipation (FLFP) in China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reform and open‐

ing-up period, China's FLFP was not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However, it has declined substantially in recent years, approaching their average levels. The decline 

in FLFP i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de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women with children, though shifts in marriage 

and fertility patterns have somewhat mitigated this trend. For married women,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 par‐

ticularly for preschool-aged children,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 critical constraint on labor market participa‐

tion. Meanwhile, rising female education levels have positively influenced FLFP through endowment and co‐

efficient effects. However, the impact of spousal education has shift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indicating 

that higher household economic status weakens women's economic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force while reinforcing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Optimizing childcare support systems,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creating family-friendly work environments are key policy directions to reduce the constraints 

that marriage and childrearing burdens place on women's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marriage and fertility patterns; childbearing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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